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效应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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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加快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基于我国30个省份2012－2019年的面板数据构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得到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得分，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分析区域异质性和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的影响效应，从而探讨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表明：创设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显著促进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并且所产生的政策效应与区域发达程度有关，其中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作用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契机；影响效应差异在短期内并不显著，但从长期来看跨区域类型试验区有更深远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表现为调整区域产业结构、提升政府管理能力和规范市场环境等方面。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贯彻大数据战略、构建发展评价体系和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等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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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fect Assessment of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on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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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so as to dri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this paper constructs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based on the panel data of 30 provinces in China from 2012 to 2019, obtains the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level score of each province, and constructs an asymptotic double difference model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effect of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further analyses the effects of regional heterogeneity and differences in the types of pilot zones, so as to explore the influence paths of creating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on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policy effects of creating national big data comprehensive pilot zones significantly contribute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and the effects are related to the degree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a more significant effect on the east of China, but also providing opportunities for less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to catch up in digital economy; in the short term, the difference in impact effects is not significant, but in the long term, the cross-regional pilot zones have more far-reaching policy effects; the impact paths on the regional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are manifested in the adjustment of regional industrial structure, the improvement of government management capacity and the regulation of market environment. Finally, based on the above findings, the paper proposes some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uch as implementing the big data strategy, constructing a development evaluation system and innovating a business model suitabl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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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息技术时代，数字经济已然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我国政府自2015年开始重视培育数字经济并在《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中强调大数据的切入点地位，在随后2017－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均强调发展数字经济，并要求出台相关政策打造我国数字经济新优势。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以下简称“试验区”）正是我国政府为紧随数字时代机遇，从顶层规划、政策指引和实施方向等方面支持以大数据产业为代表的数字经济发展，并实施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区域经济政策，为推动国家大数据发展战略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等提供了可借鉴、可复制和可推广的经验。从整体来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从南到北、从东到西纵横全国展开布局，其区域选择需综合衡量地区的经济状况、基础设施、自然条件和人文环境等方面，其功能是为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做先行实践。因此，充分发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政策福利，推动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的辐射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必然有助于推进我国数字经济的整体和快速发展。
1  文献综述
作为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能否有效缓解各区域经济基础发展的不平衡？对此学者们从各个角度探究了数字经济对区域发展态势和社会发展效应的影响，如从经济水平、区域信息化水平、城市等级和产业结构等角度探讨区域数字经济的空间差异性[1]【这是本文作者研究文献后总结得出的自己的论断，对文献1无实质性引用。对支撑笔者观点的引文，如确需引用的，引用应完整、准确，有出处，与行文贯通。文中以下普遍存在这类不规范引注问题同】；或重点关注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发展产生的驱动效应的异质性[2]；或通过构建创新型城市发展动力系统，探究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关键创新变量对区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路径[3]。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各区域在政府引导下，经济发展均具有较好的主观能动性，但鲜有文献探究政府行为或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此外，各区域能否借助区域经济政策的优势以形成数字经济的领跑态势或后发赶超[4]，也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bookmark: OLE_LINK173]目前，自由贸易试验区、高新技术开发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和国家新区等是我国主要的区域经济政策形式，学者们已经实证研究了区域经济政策带来的发展效应，如新区设立后产生的经济效应[5]、创新效应[6]、绿色发展效应[7]、辐射效应和影响机制[8]等方面，表明不同类型的区域经济政策在不同阶段，在相应经济、创新、环保等领域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但是，作为另外一种创新性区域经济政策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还正处在初始阶段，还有待于学者进一步研究；同时，尽管国家级新区等其他区域经济政策对研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有较大的借鉴作用，但是它们之间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其他经济特区政策多数是基于县市级的管理权限和行政级别，而且基本属于目标明确和功能单一的产业聚集区，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则基本具备了副省级以上的行政级别和管理权限，同时还具有较大的社会服务职能和明显时代特性。尽管国内学者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评价研究和改进方案等方面有了较深入的探讨，如周钟等[9]对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从基础要素、核心要素以及差异化功能定位进行评价和引导；陈加友[10]针对贵州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存在的瓶颈问题提出改进方案，但是还鲜有学者探讨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创设效应和影响机制等内容。
因此，本研究将评估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效应，通过实证分析设立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探讨政策特区的强化对数字经济的影响程度，为试验区的日后建设提供借鉴；此外深入分析设立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路径，以期有利于政府通过完善相关政策提出改进方案等。
2  理论分析与假说
[bookmark: _Hlk50799526]国内经济普遍存在“南强于北、西弱于东”的区域异质性态势。陈小辉等[11]发现，东部地区的先进技术和雄厚经济基础使其数字经济发展优于西部地区，但近几年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政策扶持帮助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获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因此，很多学者密切关注经济政策在东西部发展效应的区域差异对比。有研究认为【只引文献12，只是部分学者中的一个代表】，基础设施、经济集聚、制度建设和市场环境等诸多区域初始条件都是产生区域异质性的影响因素[12]；同时有研究认为初始条件较差的地区也会长期受到路径依赖的影响，导致其政策效应低于其他地区[13]，如张夏恒等[14]研究指出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政策绩效与区域经济密切相关，区域差异性显著地表现温蒂【何意？】促进跨境贸易水平提高的政策效应“从东到西”逐步递减。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区域经济政策能够为所在区域提供新的初始条件，因此政策效应会逐步淡化其他条件而有助于打破长期滞后的区域僵局，如有基于城市群视角的研究发现，尽管初始条件不同的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存在分化现象，但区域差异正逐步减小[15]；有实证分析发现，政府的有效作为可以促进经济落后地区发挥其后发优势，后发赶超现象符合客观经济规律[16]；有基于国家级新区的案例研究发现，相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欠发达地区国家级新区设立后的经济促增效应更显著[17]。那么，国家在设立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之后，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与原经济形态呈现相同的发展态势还是借助技术力量实现了弯道超车，这是本研究要回答的问题。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H1a：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呈现路径依赖；
H1b：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实现弯道超车。
显然，经济政策的区域级别不同，其承担的社会责任也会不同，因而政策的扶持强度和影响效应也就有所不同。部分学者通过企业的成长和并购为切入点来研究不同级别的政策特区所产生的政策效应，如以开发区为例的研究发现，不同层级开发区的运行机制有明显的差异，即国家级开发区对于区内企业成长和并购的促进效应更显著，而省级开发区在促进企业成长方面较明显受制于企业所属行业及其生命周期[18]；并且在进一步探究时发现，市级开发区对区内企业成长和并购的影响作用并不显著，所造成的经济效应也有较大差别[19]。有研究则认为国家级开发区的扩容升级可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省级开发区的影响并不显著[20]。此外，有学者在研究高新区设立后对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作用时发现，高级别试验区的综合发展能力要明显强于低级别试验区[21]，但低级别试验区在某些专项能力（例如创新能力和产业发展速度）方面的促进作用略高于高级别试验区[22]。针对国家批复的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而言，根据建设目标和功能需要等可划分为区域示范类综合试验区，如上海、重庆、内蒙古（原为基础设施统筹发展型，但本研究将归为综合型）和河南等，以及跨区域类综合试验区，如北京、天津、河北、贵州和广东等。本研究要回答问题是，不同类型的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所产生的政策效应是否有差异以及有何差异呢；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而言，是作为区域示范区所提出的针对性政策有效，还是作为跨区域试验区产生的政策协同效应更加有效。对此，提出以下假设：
H2a：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受政策针对性影响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更明显；
H2b：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受政策协同效应影响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更明显。
3  研究设计
3.1  变量设计
3.1.1   被解释变量
本研究以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分（DE）为被解释变量，并借鉴马中东等[23]、刘军等[24]对数字经济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和驱动因素的分析，构建了包括基础设施评分、应用指数评分和发展指数评分等指标体系来共同衡量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其中，基础设施评分由信息化基础、固定互联网基础、移动互联网基础和互联网应用基础等共同组成，具体评价指标包括区域光缆人均密度、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和互联网接入端口人均密度等，而基础设施评分越高则证明该区域越适合发展数字经济；应用指数评分主要从数字交易基础、数字贸易程度和数字应用程度等3个方面来具体体现，包括4个指标，即企业拥有的网站个数、电子商务销售额、电子商务采购额、从事电商活动的企业占比等，而应用指数评分越高则证明该区域数字经济的应用程度越高和发展水平越高；发展指数评分主要考察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发展动力和发展程度，并由从业人数占比、信息化投资占总投资比重和软件业务收入等指标来综合评价，并且发展指数评分越高则证明该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态势越强。评价具体过程如下：
[bookmark: OLE_LINK1]（1）获取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所有二级指标X的取值xit，其中xit为指标X的实际数值，t为年份，i为省份。 
（2）将各二级指标的实际取值按照如下公式进行标准化处理：
  Xit=                              （1）
[bookmark: OLE_LINK3]式（1）中：Xit为指标X的标准取值；和则分别是指标X在所有省份所有年份中实际取值的最大者和最小者。
（3）采用如下公式简单确定各二级指标和一级指标的权重W，如第j项指标的权重Wj为：
               Wj=1/n                                         （2）
[bookmark: OLE_LINK2]式（2）中：n为同级指标总数。
（4）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可采用如下线性加权模型计算：
      DEit=jnXitWj                                       （3）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评分指标体系及其权重如表1所示。
[bookmark: _Hlk60741186]表1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主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维度
	权重
	维度
	测度指标
	权重

	数字经济发展评分
	基础设施
	0.333 3
	信息化基础
	光缆密度
	0.083 3

	
	
	
	固定互联网基础
	互联网接入端口密度
	0.083 3

	
	
	
	移动互联网基础
	移动电话普及率
	0.083 3

	
	
	
	互联网应用基础
	互联网普及率
	0.083 3

	
	应用指数
	0.333 3
	数字交易基础
	企业拥有网站个数
	0.083 3

	
	
	
	数字贸易程度
	有电子商务交易活动的企业数比重
	0.083 3

	
	
	
	数字应用程度
	电子商务销售额
	0.083 3

	
	
	
	
	电子商务采购额
	0.083 3

	
	发展指数
	0.333 3
	发展潜力
	从业人数占比
	0.111 1

	
	
	
	发展动力
	信息化投资占总投资比重
	0.111 1

	
	
	
	发展程度
	软件业务收入
	0.111 1



3.1.2   解释变量
（1）政策变量。目前，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是分为两批设立的，因而不适用仅存在单一政策时点的双重差分模型，即不能简单地应用试验区设立变量和时间变量的交互项来作为解释变量。借鉴郭峰等[25]的研究，对设立政策变量（Treated）的处理方式为：若i省份在t年被设立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则其Treatedit=1；否则Treatedit=0。
（2）时间变量。某省份被设立为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年龄（Time）的计算方式为：记t为数据的报告年份，s为i省份被确立为试验区的年份，若t>s，则Timeit=t-s；否则Timeit=0。
3.1.3  控制变量
（1）经济水平（PGDP）。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区域基础设施的服务水平和数字经济的发展潜力，是制约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要素之一，本研究认为区域人均GDP的对数值越强，则越利于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2）产业结构（IC）。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产业往往是属于第三产业中的知识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而第一二产业往往隶属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产业结构对数字经济有着重要的影响，表现在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并重塑区域的产业结构[26]，因此应用第三产业产值占GDP比重×100来反映区域的产业结构水平。
（3）社会投资（SI）。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的硬件水平以及基础设施的投入情况密不可分，而社会投资则直接决定了区域硬件装备的更新换代程度和基础设施的普及情况与质量水平，因此采用区域固定资产投资的对数表示区域社会投资水平。
（4）政府调控（GO）。试验区是在当地政府的推动和上级政府的支持下成立的，因而中央政府和当地各级政府会积极投入到试验区的建设过程中，政府通过行使其管理职能和协调权利，从税收、采购、财政补贴等多方面更好地推进试验区的建设并作出应有的贡献，但由于政府的支持工作不易量化，因此应用政府财政支出的对数来表示政府调控行为[27]，该对数值越大，表明政府的调控力度越大。
（5）市场化程度（TT）。数字经济是货币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受到技术影响的另一种经济形式，其被人们接受的程度和发展的状况与社会中的技术发展与技术普及等紧密关联，而技术市场成交额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展示区域技术的活跃程度和科技成果的转化程度[28]，因此通过技术市场成交额的对数来表示技术被市场接纳和应用的程度。
（6）科研能力（TR）。数字经济与以大数据和云计算为代表的信息网络技术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信息技术越先进成熟，则数字经济也随之发展得越好，而一系列技术的研发离不开科研的支持，因此科研经费能够在很大程度表明某区域对科技的支持情况，故通过区域科研支出占GDP比重×100反映区域的科研能力，进而反映区域对数字经济发展的研发投入程度。
3.2  模型选择
由于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是分为两个批次批准建设的，而传统双重差分模型是基于单时点的模型设置，故该模型不能直接用于探究本研究提出的试验区相关问题，鉴于此，借鉴了郭峰等[25]的做法构建渐进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模型1如式（1）所示；同时借鉴了王智波等[29]的做法，应用固定效应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来避免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等的影响误差，模型2如式（2）所示。
[bookmark: OLE_LINK184]DEit=0+1×Treatedit +2×Timeit+3×Controlit +it              （1）
DEit=0+1×Treatedit+2×Timeit+3×Controlit +t+i+it           （2）
式（1）（2）中：Control可分别表示区域的政府调控、经济水平、市场化程度、产业结构、社会投资和科研支出等控制变量；t、i、it则分别表示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即各省份）固定效应和随机误差项等；1是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果；2为试验区设立年限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效应；3为控制变量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评价。
3.3  数据说明
在2015－2016年，贵州、京津冀（北京、天津、河北）和珠江三角洲（广东）相继被国务院批准建立为跨区域类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而内蒙古则为大数据基础设施统筹发展类综合试验区，上海、重庆、河南和沈阳等作为区域示范类综合试验区，参考薄文广等[30]的做法，依据试验区的批复时间来统一确定其设立年份，将上半年批复的第一批试验区的设立时间视为2015年，而将下半年批复的第二批试验区的设立时间视为2016年。由于在第二批试验区中仅沈阳是副省级城市，而其他地区则均为省级区域，为便于统计和研究的一致性，将沈阳隶属的辽宁省不认定为试验区。在此情况下，研究上述已设立的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对国内30个省级行政区（限于资料收集条件，未含港澳台和西藏地区）（以下简称“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研究期间为2012－2019年，数据来自2012－2019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hinese Research Data Services，CNRDS)数据库中的区域经济数据库，并根据前7年的数据采用插值法和回归法补齐2019年数据等缺失数据。表2为各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  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变量简称
	样本数/个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评分
	DE
	240
	77.086
	9.622
	267.819

	经济水平
	PGDP
	240
	10.847
	9.889
	12.034

	产业结构
	IC
	240
	47.784
	30.938
	84.152

	社会投资
	SI
	240
	9.489
	7.269
	10.988

	政府支持
	GO
	240
	8.390
	6.762
	9.762

	市场化程度
	TT
	240
	4.713
	[bookmark: OLE_LINK23]−0.562
	8.609

	科研能力
	TR
	240
	2.101
	0.539
	6.914




4  实证研究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基准回归方法探究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对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的试验区政策效应进行检验和稳健性分析，最后提出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路径。
4.1  基准回归
采用Stata16.0软件的渐进双重差分和固定效应渐进双重差分模型，检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政策效应，如表3所示，列（1）（3）是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而列（2）（4）则是在模型2的基础上分别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所有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在4种检验结果中，Treated均显著且系数为正，表明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综合比较来看，在未加入控制变量时系数增大，而加入控制变量后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显著，并且在控制固定效应后数值继续减小，表明控制变量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区域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社会投资、政府调控、市场化程度和科研支持等一系列控制变量弱化了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且除社会投资外，其他控制变量均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起正向促进作用，并且除市场化程度之外的其他变量均显著。因而，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需改善区域内的经济体量、经济结构、政策环境、市场化程度和科研资源等政策条件，方可有效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提升。
[bookmark: _Hlk60741434]表3  试验区设立对2012－2019年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基准回归分析
	变量
	（1）
	（2）
	（3）
	（4）

	政策变量
	9.993***(3.572)
	10.041*(4.945)
	8.346***(2.284)
	7.624*(3.824)

	经济水平
	
	
	52.129***(6.718)
	35.190*(6.988)

	产业结构
	
	
	0.984***(0.188)
	0.706**(0.265)

	社会投资
	
	
	−8.880***(3.141)
	−6.230(5.591)

	政府支持
	
	
	56.924***(7.848)
	60.600***(14.587)

	市场化程度
	
	
	1.676(1.263)
	2.050(1.782)

	科研能力
	
	
	3.526***(1.269)
	2.327(2.218)

	时间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不控制
	控制
	不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
	240
	240
	240
	240

	R2
	0.126
	0.070
	0.819
	0.121


注：1）***、**和*依次表示在1%、5%、10%统计水平下显著；2）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差。下同。

4.2   区域异质性检验
基于政策和经济的研究需要，将样本地区划分为东部（含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和海南等11省份）、中部（含黑龙江、吉林、山西、内蒙古、安徽、河南、湖北、江西、湖南和广西等10省份）和西部（含新疆、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和贵州等9省份）3个组，各组按照模型2采用固定效应渐进双重模型分别采取不控制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回归计算，结果如表4所示。由表4可知，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的政策效应存在明显的差异，其中东部受影响最大，其次是西部，而对中部的影响最小，表明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受到区域经济实力的影响较大，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1a；而西部受影响大于中部则说明在西部内试验区政策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更深入，即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1b，表明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在路径依赖的基础上还可以存在弯道超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分析区域间产生差异的原因，东部在控制所有变量后系数仍然显著且减小幅度很大，表明所有控制变量代表的其他条件对东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较大，证实了政策效应的路径依赖，并从侧面说明东部的政策效应被放大；而中部和西部在控制所有变量后系数仍然显著且增大，说明所有控制变量所代表的其他条件抑制了中西部的政策效应，证实了政策效应能够帮助欠发达地区实现弯道超车，因此，尽管中西部的经济技术基础薄弱，但若能充分发挥政策带动效应，是能够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的。
[bookmark: _Hlk60741444]表4 试验区设立对2012－2019年样本地区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区域
	政策变量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社会投资
	政府支持
	市场化程度
	科研能力
	观测值/个
	R2

	东部
	16.584***
(6.348)
	
	
	
	
	
	
	88
	0.267

	
	7.372**
(7.522)
	82.483
(162.794)
	1.168*
(0.643)
	−11.165
(9.891)
	56.347**
(18.425)
	−2.494
(3.393)
	3.801
(2.370)
	88
	0.189

	中部
	1.257**
(1.143)
	
	
	
	
	
	
	80
	0.008

	
	1.836*
(0.894)
	50.480**
(21.900)
	0.854***
(0.223)
	−5.627
(5.944)
	67.854***
(10.982)
	1.089
(1.401)
	0.212
(1.296)
	80
	0.187

	西部
	5.412*
(4.421)
	
	
	
	
	
	
	72
	0.122

	
	5.582*
(2.905)
	25.598
(72.339)
	1.351***
(0.284)
	26.153**
(7.964)
	−14.683
(15.525)
	4.123
(2.503)
	14.715***
(2.098)
	72
	0.362



以上表明，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得到各变量对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相类似。显然，不论是否进行分区域验证，区域的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科研能力等对于区域数字经济的提升都起到正向促进作用。其中，经济水平对于东部数字经济发展影响最大而对西部最弱，说明经济水平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提供强有力的基础效用；产业结构对西部的影响效应最大且东部次之而中部再次之，说明西部受限于产业基础薄弱，产业升级与转型对于数字经济提升有更明显的影响；而东部受到产业结构合理和产业形态高级的驱动，表明区域在产业升级后能够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这与李晓忠等[26]论述数字经济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结论一致；科研能力对各区域的影响情况与产业结构类似，即西部受限于较弱的科研基础，若提升科研能力能够更大力度地支持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但东中部受科研能力的影响不够显著；西部受社会投资的正向影响显著可归因于其原有的落后基础设施，参照钞小静[31]对于基础设施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的理解，当前社会投资对于基础相对完善的东中部来说，只有继续投资到相当规模并在下一轮新信息技术革命时，其社会投资的红利才能进一步显现并爆发。政府调控对中、东部的促进效应显著，说明较成熟的政府政策导向机制和较先进的产政研融合发展能够引领区域获得更有效的经济效应和创新效应，与毛建辉[32]对政府行为对区域技术创新的路径机制分析相符。而关于市场化程度对于区域数字经济的影响，中西部由于数字经济还不发达，其市场化程度越高将越有利于数字经济的发展；而东部则受益于经济和技术的相对发达以及技术的大规模普及，由张欣炜等[33]对技术市场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可知，市场部门为提高数字经济发展质量加强监管职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
4.3  试验区类型差异性检验
对隶属于不同类别试验区的省份与其他省份形成实验组和对照组进行回归分析。即首先将北京、天津、河北、贵州和广东这5类跨区域类试验区作为实验组，将未被设立为试验区的其他21个省份作为对照组，按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其次将河南、重庆、上海和内蒙古这4类区域类试验区作为实验组，将未被设立为试验区的其他21个省份作为对照组按模型2进行实证分析。其结果如表5所示，其中的Treated系数与表1相比，尽管结果不是十分显著，但是仍然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即不论是否控制所有变量，跨区域类试验区的Treated系数均大于区域类试验区的Treated系数，说明就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而言，跨区域类试验区带来的政策协同效应强于区域类试验区带来的政策针对效应，这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2b。进一步分析表5，尽管跨区域类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较大，但在加入所有控制变量之后，跨区域类与区域类试验区的Treated系数均降低并且接近，说明两类试验区设立后的影响效应相似，并且控制变量放大了跨区域类试验区设立对于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加持作用，但跨区域类试验区的促进效果仍然更好。究其原因：跨区域类试验区的服务范围往往不局限于其所在省份而意图辐射周边省份乃至全国范围，获得的政策支持力度和吸引相关产业的集聚力度均超过区域类试验区；尽管区域类试验区更能针对本区域自身条件制定符合自身发展的政策体系和规章制度，但是跨区域类试验区设立后的政策红利效应更大。
为了更进一步比较两类综合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将跨区域类和区域类试验区的共计9个省份作为一组，按照模型2计算固定效应渐进双重差分。其中跨区域类省份作为实验组，区域类省份作为控制组，其结果也如表5所示。可以发现，当研究对象均为试验区所在省份时，跨区域类试验区设立后，所在省份产生的政策效应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更大，并且控制变量后Treated系数显著增大，说明该区域的其他变量缩小了其被设立为试验区后的政策效应，进一步验证了本研究的假设H2b。综上，两类试验区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效应相差不多，但从长期推断，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技术的更新，跨区域类试验区将有更大的提升空间。
[bookmark: _Hlk60741471]表5  不同类型试验区设立对2012－2019年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
	类别
	政策变量
	控制变量
	观测值/个
	R2

	跨区域试验区
	14.009*(7.093)
	不控制
	208
	0.102

	
	1.818(4.782)
	控制
	208
	0.317

	区域试验区
	5.143(5.064)
	不控制
	200
	0.054

	
	1.119(2.123)
	控制
	200
	0.016

	跨区域与区域试验区
	3.985(8.789)
	不控制
	72
	0.054

	
	10.057***(2.321)
	控制
	72
	0.551



4.4  稳健性检验
上述实证分别从区域异质性和类型差异性检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试验区设立的确能够推动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但是影响效应是否具有稳健性，对此，借鉴周彩云等[34]应用倾向匹配得分法和郎丽华等[35]运用反事实检验法进行检验。如表6所示，应用倾向匹配得分法是按照1∶1的相邻匹配方式为试验区配比对照组样本，反事实检验法是将试验区的设立时间统一提前到2014年而重新进行回归验证，而通过前者获得的系数仍然显著，后者获得的系数不显著，因此得证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bookmark: _Hlk60741478]表6  试验区设立对2012－2019年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稳健性检验
	方法
	政策变量
	经济水平
	产业结构
	社会投资
	政府支持
	市场化程度
	科研能力
	观测值/个
	R2

	倾向匹配得分法
	3.177*
(7.784)
	34.029***
(5.902)
	2.137***
(0.263)
	−21.473***
(5.368)
	20.679**
(8.484)
	6.104***
(1.243)
	7.206***
(1.509)
	240
	0.828

	反事实检验法
	1.148
(3.559)
	3.157
(61.789)
	0.620**
(0.269)
	−5.253
(5.111)
	52.066***
(12.605)
	2.194
(1.666)
	2.549
(2.021)
	240
	0.311



4.5   影响路径检验
前文证实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设立可以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并且结果稳健，但是试验区的设立是如何影响数字经济的还需要进一步实证分析，因此，为继续探究产业结构、社会投资、政府支持、市场化程度和科研支持等是如何影响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分别计算试验区创立的政策变量与各控制变量之间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7所示，可知区域的产业结构、政府支持和市场化程度等控制变量受到试验区设立的影响效果较为显著。一方面，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起到抑制作用，结合杜宇玮[36]的研究结论进行分析得知，试验区设立之后源于数字经济相关产业的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有促进作用而导致第二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的产值提升，故而工业制造业获得更多的扶持优惠而在短期内未能惠及到数字经济，即降低了产业结构的高级性，同时从侧面也反映出数字经济的商业模式还不发达，相关基础设施建设还不能及时转化为数字经济生产力，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招商引资和创新商业模式；另一方面，试验区设立后的政府调控效应为显著增强，而市场化程度则有所回落，原因是由于政府重视大数据综合试验区的建设，故而在试验区设立后政府又通过财政支出从基础设施的更新和采购等方面提高了投资水平，从而更有利于促进区域数字经济的发展。而市场化程度则由于试验区设立后需建立并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技术市场化的效率而限制了市场化程度的提升，故而影响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一步提升。
另外，表7还显示试验区的设立对社会投资和科研支出的影响不显著，但仍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试验区的设立抑制了社会投资，对应指标是固定资产投资额的对数。分析抑制效应的原因，试验区建设的评选标准之一是选择基础设施建设相对完善的省份进行发展，试验区的边际递增效用逐步降低甚至为负，因此该区域固定资产所需投资小于其他省份，并且随着固定资产投资的进一步增加，区域所需要的投入也相应逐步减少，这与上述关于优化产业结构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的解释并不矛盾。另外，试验区的设立促进了区域的科研程度提高，即试验区设立后将要求大力生产数字经济产品，此时更需加强大数据的基础理论和应用技术等研究，因而需要进一步加强提高区域的科研能力，因此试验区的设立促进区域科研能力提高，并且通过科研支持来释放区域数字经济的活力。
[bookmark: _Hlk60741485]表7  试验区设立对2012－2019年样本地区数字经济发展影响的路径检验
	[bookmark: _Hlk50538074]变量
	产业结构
	社会投资
	政府调控
	市场化程度
	科研能力

	政策变量
	−1.737**(0.783)
	−0.061(0.035)
	0.052***(0.019)
	−0.256**(0.115)
	0.100(0.3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个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240.000

	R2
	0.047
	0.879
	0.938
	0.039
	0.078



5  结论与建议
推动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从而带动区域经济整体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各级政府的重点工作之一。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作为引领区域数字经济的先行区，其设立和建设经验对其他区域的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因此，检验试验区设立对区域数字经发展的政策效应和影响路径的意义显著。本研究通过收集2012－2019年30个省份的相关数据，从基础设施、发展指数和应用指数3个层面构建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得出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评分，运用渐进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创设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包括区域异质性和等级差异性，并在此基础上探究试验区创设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影响路径。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试验区的设立对区域数字经济具有显著提升作用，并且被确立为试验区的省份其经济水平、产业结构和政府调控都得到了显著的促进；第二，从区域异质性看，试验区设立对于经济发达的东部而言，其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提升更加显著，但同时也为经济欠发达地区实现数字经济的后发赶超提供了契机；第三，从试验区类型差异性看，短期内两类试验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对于区域数字经济的提升作用相差不大，长期看跨区域类综合试验区产生的政策效应影响更深远；第四，试验区可通过调整产业结构、促进政府调控和规范市场运作等方式推动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
基于以上研究结论，提出若干政策建议如下：
（1）全面实施大数据发展战略，强化数字经济带给产业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鉴于国家级大数据试验区设立后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已设立为试验区的省份需继续保持大数据战略的发展方向，加紧相关法律法规的建设完善，引导和巩固区域经济发展新动力，放大跨区域试验区的辐射带动效应和区域试验区的针对提升效应；未设立为试验区的省份需结合自身实际条件，包括经济发展水平、资源集聚能力和制度环境差异等，部署大数据战略规划，探索本区域经济增长新模式，以试验区为引擎推动本区域的数字经济协同发展。同时，紧跟大数据战略所带来的技术革命的步伐，发达地区需持续巩固技术优势，而欠发达地区可通过引进高新技术实现后发赶超等，加速本区域内的数字经济发展。
（2）建立试验区发展评价体系。试验区所产生的政策效应是经济、产业、制度、科研、技术、市场等多方面共同改革带来的提升效果，其中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优化、政府的恰当监管引导、科研能力的提升、技术的改良升级和市场化的提高等都对区域数字经济发展产生较大正面影响，因此，建立试验区发展评价体系，通过跨区域试验区与区域试验区对比，学习先进区域经验做法和总结自身不足，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善。此外，通过试验区与非试验区的对比，将非试验区的薄弱环节作为试验区的探索改革方向，非试验区学习总结先进经验并结合自身条件进行建设。
（3）创新适合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我国政府在以往的区域经济政策中存在重建设而轻管理的问题，导致不能最大化地释放政策福利，且从本研究得到了证实。为了更好地促进国家级大数据综合试验区设立所带来的政策效应，以及最大程度地提升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经济效应，各地方政府除了重视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规章制度的完善之外，还应当注重探讨由大数据技术带来的特有的商业模式创新，通过招商引资学习国内外先进的运营经验，鼓励本土企业结合自身条件进行创新，探索适合区域数字经济发展的商业模式以进一步发挥其基础设施的物质作用和制度规范的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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